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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诗研究巨擘阿尔伯特·贝茨·洛德 (Albert 

Baters Lord) 所言，“‘史诗’（Epic）这个词本身，

自其产生起便有许多含义”[1]。关于史诗的定义、性

质，已有许多前辈学者进行过梳理和阐释。结合史诗

的相关理论并对文本进行阅读后，笔者通过将“史诗”

的名称进行字面拆分，分别与“史”（历史）和“诗”

（神话）对比，对史诗的“诗性历史”“政治圣源”

等性质以及东西方史诗的交流互鉴进行简要综述及再

思，试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诗与历史

史诗与历史的关系是古往今来学界最为关注的

话题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比历史和诗时

认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

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

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

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

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2] 他强调，对于诗人

来说：“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

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3]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相对

于历史，史诗需要“摹仿”的是更加宏大且具有“可

信度”的故事。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则称

赞荷马“是流传到现在的整个异教世界的最早的历

史家”[4]，有认可史诗史料价值的倾向。

俄罗斯、蒙古等国的学者也结合东方史诗文本

对史诗和历史的关系进行过阐述。E.M. 梅列金斯基

在他的著作《英雄史诗的起源》中对东西方学者的

史诗研究做了梳理，其中提到了日尔蒙斯基的观点，

即“日尔蒙斯基认为合乎历史精神才是史诗的基本

特征（他认为，史诗正是通过将英雄人物理想化的

方式来传达人民对历史的追忆 )”[5]。而这个观点并

不为普洛普所认同，他认为“史诗的基本特征不是

其历史精神，而是它的英勇精神（为民族的理想而英

勇斗争）”[6]，“国家出现前”的英雄史诗中基本没

有历史内容，诗中的典型情节是勇斗妖魔和英雄娶

亲。[7] E.M. 梅列金斯基重视“历史传说”，提出“只

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传说，处于发展的成熟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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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说才是英雄史诗的主要源泉”[8]。当然，历史

传说所叙述的事件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被写进史

诗时也经过了概括和加工。[9] 他还将英雄史诗的衍变

和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氏族制度走向瓦解、

氏族公社向邻村公社的转变、民族的发展壮大一并

构成了史诗形成的历史背景。”[10] 相对于民间故事，

英雄史诗具有丰富的历史、民族和国家属性，“史

诗中蕴涵着民间诗歌对往昔历史的解读”[11]，“国家

出现后”的成熟史诗就是用历史传说来表达历史，

展现出“人际关系和政治风貌”[12]。维谢洛夫斯基

（Alexander Veselovsk）在分析史诗中的历史人物形

象时指出，诗人为了表达民族自我意识可能选择虚

构的或改编的现代历史人物。歌手和听众或许难以

理解，于是歌手不自觉地取材于古老的传说和歌谣，

“而代代相传的歌手和听众则逐渐使这些传说和类

型接近自己的理解，接近时代的水准”[13]，也即强调

诗人、歌手、听众对历史传统的选择和改编。巴·布

林贝赫在借鉴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英雄史

诗作为蒙古民族的神奇传记、族群伟业和荣誉的口

碑和珍贵的遗嘱，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14] 观点的

基础上提出英雄史诗是“民族‘古老遗嘱’、部落部

族‘史传’、美好愿望的精华”[15]，强调史诗作为“民

族传记”的功能。

我国学者也对史诗与历史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钟敬文对史诗的定义是“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

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

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

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

一部形象化的历史”[16]。黄宝生则对“史诗”和“史书”

进行了区分，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史诗记述

历史传说，饱含艺术想象；史书记述历史事实，崇尚

实有其事，但是“史诗内容的传说性主要是指诗中的

人物和事件，诗中提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非完全

虚构”[17]。朝戈金在对“（口传）史诗”进行概念界

定时提到，史诗“叙述某个或某些英雄，并关注历史

事件，如战争或征服，或英雄追求某些壮丽的神话性

和传奇性功名—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的核心或是

文化信念”[18]。廖群则在讨论中国的史诗问题时总

结：“宣讲民族源流和史迹，是氏族集团增加凝聚力

必不可缺的精神活动；而这种历史，其载体又必然是

一种诗的形式，用诗讲史，这不就是史诗吗？”[19]

上述观点各有侧重，研究的对象也有区别，自然

不宜一概而论，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以上讨论

基本说明了史诗和历史之间的两个重要联系：首先，

史诗的内容往往是对历史事实的加工；第二，史诗的

发展演变与社会发展阶段的更迭有着密切联系。那

么“史诗”和所谓“史实”之间的差异何在？笔者以为，

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史诗发生作用的时间和它

的功能切入。“史诗对虚无缥缈的往昔的赞美，并不

单纯是原始的习惯使然。”[20] 以《卡勒瓦拉》等作品

观之，史诗的诞生、兴盛以及其中讲述的内容都与族

群的“危急存亡之秋”相关，人们需要通过民间文学、

民俗学来寻找“本群体”的内部共性，以强化成员之

间的联系。另外，人们在史诗中看到的是族群发展和

强盛过程中的“高光时刻”，即文化始祖和最富智勇

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本族

群曾经的辉煌进行了一种想象的复归，从而在战斗

中激发力量。正如劳里·航柯 (Lauri Honko) 所言，

“对外来人的耳朵来说这种冗长乏味的、重复的

叙事，却在特殊群体成员的记忆中通过他们对史诗

特征和事件的认同达到崇高辉煌”，所以史诗具有

“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21]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

出史诗和历史的又一关联：在创编和演述史诗的过

程中，人们不仅是以诗“讲”诗，更是在以诗“造”

史，并世世代代从这种“理想历史”中汲取能量。

借用维柯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史诗是一种史诗接

受群体的“诗性历史”。

二、史诗与神话

史诗与神话之间的关系也颇受关注。史诗中常

有大量的创世神话内容。E.M. 梅列金斯基在综述

前人研究成果时称，查德威克兄弟 (K.M. Chadvick 

and M.K. Chadvick) 认为“偏离史实和人们富有诗

意的主观臆想的不断升级标志着向神话的过渡。也

就是说，神话其实并不是史诗的某种雏形，而是史

诗的一种归宿”[22]。新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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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e Vries) 受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影响，认为史诗中

的人物可以是神灵，也可以是历史人物，但史诗情

节是“神灵活动的象征性的复现”[23]。该学派的另一

位代表人物奥特朗（Ch.Autran）提出，史诗中英雄

的原型都是一些神的化身，是祭司首领。[24]E.M. 梅

列金斯基对突厥—蒙古诸族的英雄史诗进行分析后

认为，“在史诗中，新的宗法制关系披着神话的外

衣”[25]。在“口头程式理论”的框架中，洛德的观点

是“故事模式……先于历史的事实，它的根源不是历

史而是神话”[26]。尹虎彬则认为：“史诗的根是神话，

神的故事演变为人的故事，史诗的世俗化导致英雄

歌的产生，并且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27]

笔者认为，从我们较为熟悉的西方史诗的演进

脉络来看，史诗中“神”与人的距离是逐渐变远的。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开篇便言：“歌唱吧，女

神！”[28] 柏拉图称之为：“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

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

来向人说话。”[29] 在《埃涅阿斯纪》中，神的谕令仍

然具有巨大的效力，史诗中的英雄与神灵具有亲属

关系，会按照神意行事。可以说，在荷马史诗和《埃

涅阿斯纪》中，神话是一种史诗接受群体内部的公

共知识，创编和演唱史诗都是与神对话的过程。《尼

伯龙根之歌》等文本中神的痕迹在渐渐淡去，原始

的北欧神话内容已经通过需要隐喻解读的方式来寻

找。《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人神关系与荷马史诗

形成了明显对比，诗中云：“听吧，我不会用虚缈传说，

光怪陆离的想象歌功颂德，更不会像神奇的缪斯那

样，荒诞不经随心所欲地夸饰。”[30] 在这类个人创作

意味更浓的作品中，虽然会有对“史诗内容是由神所

赐”的情节之模仿，但这种模仿更像是对文化资源

的调用以及诗人的炫技，并不是出于信仰。

相对于历史学家们“把地图变成年表”的工作，

史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年表变成地图”。在史

诗讲述的“诗性历史”中，不同族群的兴衰历程以各

异的地域为载体具体展开，政治秩序也在土地上逐

渐确立，这一点在东方史诗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伊

戈尔远征记》中就有直接呼告地名的段落：“这时伊

戈尔公踏上金镫，在旷野里开始趱行。太阳用黑暗遮

断了他的道路；夜向他轰鸣着大雷雨，并将鸟儿都惊

醒；还响起了野兽的吼啸；枭妖蓬松起羽毛—吩咐

那—陌生的土地，伏尔加，波莫列，波苏列，苏罗

什，柯尔松，还有你，特穆托罗康的神像，都快来倾

听！”[31] 蒙古史诗中也会有天神降落在人间不同方

位的记述。为什么要讲述这些内容？这就让人想起

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对“神

话”功能的界定：“神话……将信仰表现出来，提高

了而加以制定；给道德以保障而加以执行：证明仪式

底功效而有实照的规律以指导人群，所以神话乃是

人类文明中一项重要的成分；不是闲话，而是吃苦的

积极力量；不是理智的解说或艺术的想象，而是原始

信仰与道德智慧上实用的特许证书。”[32] 以功能论

为观照，史诗中描述的政治事件也为后世的格局张

本，部族之间的属域和关系可能被书写在史诗中，通

过世代传唱来强化或在特殊的时刻被重现。可以说，

史诗有时会用历史手法描述神话事件，对政治性事

件进行神圣起源性质的说明。综合“史”和“诗”的

因素来看，史诗是史诗接受群体内部带有神话思维

的“诗性历史”。

三、史诗研究与东西方史诗的交流互鉴

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史诗文本及相关的研究

理论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相对来说，更

为学界所熟悉的似乎是来自西方的文本和范式。尹

虎彬指出：“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

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亚

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33] 在西方的

诗学理论中，史诗的重要特点就是“完整”。黑格尔

对史诗的要求为：“史诗的任务就是把这种事迹叙

述得完整。它按照诗的方式，采取一种广泛的自生自

展的形式，去描述一个本身完整的动作以及发出动

作的人物。”[34]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对一个文本“是

否为史诗”的确认似乎就会与篇幅长短以及叙事的

完整程度产生联系。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更多地考

虑史诗的功能及来源也是一条可以参考的进路。尽

管黑格尔对史诗的完整性提出了要求，但他也指出

研究史诗“可以从箴铭这第一种开始”[35]。洛德也曾

提示我们，史诗“由最初相对简单的叙事咒语，发展



065

民俗研究│史诗性质与东西方史诗交流互鉴之再思

到更加复杂的故事，趋向于更加丰富的娱乐性。这是

一种变化，它伴随着向英雄的乃至最后向历史的方

向的逐渐转化”。而史诗的创作者在成为“艺术家”

之前，“是神巫，是先知”[36]。综上，史诗可能未必

完整、宏大，在对东方史诗进行界定和讨论时，我们

或许也可以对具有祭祀仪式功能、文字简洁精悍的

“准完型”史诗给予更多关注。

应用“交叉”“比较”等研究方法是大势所趋，

东西方史诗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也是值得关注的话

题。纵向来说，结合具体民族文化语境对单部、单民

族史诗进行深入研究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并且

要注意“对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传

统”[37]，不论是研究西方史诗还是东方史诗，只对某

种理论进行套用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在深

耕史诗“独特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横向对不同文

化之间史诗的互渗、沟通和影响进行分析。以《罗兰

之歌》中的情节为例，马西勒国王战败后，王后勃拉

米蒙达以及两万臣民“朝地室奔过去，对着阿卜林神

像破口大骂：‘恶神啊！怎么叫我们受奇耻大辱？怎

么让我们的国王一败涂地？他供奉你，你却不赐给他

恩典！’然后他们夺走神像的权杖和冠冕，把两只手

在一根柱子上吊住，又一脚踢翻在地，用短棍打得四

分五裂”[38]。这种对撒拉逊人伊斯兰教“偶像崇拜”

的误读和书写就可以视为一种 “异域想象”，表现

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展示了一种战争

叙事文本的生成机制。郎樱曾对突厥史诗和希腊史

诗进行对比，并且在研究《玛纳斯》与荷马史诗时发

现了二者在英雄形象塑造、古代的仪式习俗描写、

跛脚铁匠和独眼巨人形象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39]，

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陈岗龙对荷马

史诗与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回归”主题的比较研

究为东西方文学、作家文学与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

讨论引入了重要的新视域。只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更加全面地掌握史诗文本和相关文化现象，我们

才能跳出以西方史诗文本和研究范式为绝对标杆的

桎梏，更加明确“什么是史诗”，因此对东方史诗文

本和相关理论著作的进一步译介是非常有必要的。

结  语

本文通过将史诗与历史和神话进行对比，对史

诗的性质进行了再思考。史诗的接受群体通过史诗

来书写和重复本族英雄创造的光辉业绩，在这个过

程中增强群体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史诗的部分内

容以历史手法叙述神话，对政治事件进行神圣起源

性质的说明，并在史诗传唱过程中强化这种“秩序”。

从“史”和“诗”的角度来说，史诗可以被视为其接

受群体内部的“诗性历史”。在进行史诗研究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重视东西方史诗的交流互鉴，关注对东

方史诗文本及研究理论的译介，不宜仅以西方的理

论范式来界定和观察史诗。东西方史诗文本和相关

理论各有千秋，只有尽量全面地掌握文本及文本生

成的文化语境，我们才能对“什么是史诗”“如何研

究史诗”等问题给出更为周严准确的答案。

（责任编辑：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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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Nature of Epic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pics

Shi Zixuan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epic is generally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facts and is a processing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epic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changes in history. In epics, people often narrate the history of their ethnic groups, highlighting the “high points” and 
celebrating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cultural founders and the most courageous heroes. Such narratives help to imagine a return to the glory 
that their ethnic group once experienced, thereby igniting a sense of fighting spiri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pics and myth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ir content but also in their functions. Epics describe mythological events as histories and give political events divine found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epic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ods and the human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Combining the factors of “history” and “poetry,” it can be 
said that an epic is a “poetic history” with mythical thought to its receiving group.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quasi-complete” epics that are relatively 
short and serve a ceremonial and sacrifi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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